不忘初心追梦人
——追记优秀共产党员、复旦大学教授钟扬
　
　　开玩笑的时候会说：“我和钟扬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两个著名的胖子。”然而在内心里，复旦大学副校长金力院士始终对钟扬怀有一份深深的敬重。他说，倘若用一个词来凝练钟扬的一生，应该是“追梦”二字，“钟扬就是一个一生追梦的人”。
　　12月22日，钟扬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，同事、学生、妻子等深情回忆钟扬，讲述他为了祖国的科研教育事业忘我奉献、播种未来的先进事迹。他们说，钟扬扎根中国的大地，是不忘初心的追梦人，是耸立在雪域高原的精神坐标，是播种未来的时代先锋。
　　钟扬生前系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、生命科学学院教授，今年9月25日因车祸不幸去世。他连续援藏16年，在野外收集上千种植物4000多万颗种子，用心培育大批优秀学子……在53岁的人生旅程中，留下太多不平凡的足迹。
　　近日，教育部追授钟扬“全国优秀教师”称号，中共上海市委追授钟扬“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”称号。一场场座谈会、报告会在复旦大学、同济大学、中国科技大学、西藏大学、上海杨浦等地举办，一股学习钟扬的热潮在全国各地涌动。
　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上海市委书记李强说，钟扬同志是新时代的重大先进典型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，蕴含着丰富的时代内涵，高度契合了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、永远奋斗”的时代号召，集中展现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知识分子的时代风采，生动诠释了海纳百川、追求卓越、开明睿智、大气谦和的上海城市精神的时代内涵。
　　钟扬虽然离去，但他的事迹依然被传颂。
　　心里永远装着国家
　　“不是杰出者才善梦，而是善梦者才杰出。”——钟扬
　　“不是杰出者才善梦，而是善梦者才杰出。”钟扬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
　　他的心中有许多梦想：查清青藏高原植物种质资源的家底，为人类留下宝贵财富；让上海的海滩也能长出大片大片繁盛的红树林；为少数民族地区培养更多高层次人才……
　　为了这些梦想，他对科研、育人和生态保护痴情付出，却把个人名利看得很淡。
　　“钟扬老师凭着内心的挚爱去做事业，不管是在上海种红树林，还是为小朋友做科普，抑或坚持16年援藏，都不能用现行的评价体系去考评，但他做得义无反顾。”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楚永全说。
　　上世纪90年代初，钟扬与妻子张晓艳赴美国做访问学者和留学。当时选择回国的人并不多，但钟扬从来没有纠结过这个问题。回国时，别人往往带生活中稀缺的彩电、冰箱等家用电器，钟扬却买了计算机、复印机。
　　张晓艳回忆说：“我们一起去提货的时候，海关都不相信，怎么可能有人用自己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给公家买设备？”然而，这正是钟扬的做事风格。他头脑里经常想的是：我应该为这个单位、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事？
　　2000年，钟扬放弃了中科院武汉植物研究所副所长的岗位，到复旦大学做一名普通教授。那时他已“官至副厅级”，但他并没有把官位和职位看得很重。
　　到复旦生命科学学院工作后，钟扬和几位老师一起承担起重建生态学科的使命。他越来越意识到，许多物种在消失，保存种质资源已经成为一项基础性、战略性的工作，对于国家发展、人类命运都意义非凡。
　　经过大量细致的文献调研和实地野外考察，钟扬发现西藏独有的植物资源未受足够重视，物种数量被严重低估。即使在全世界最大的种子资源库中，也缺少西藏地区植物的影子。
　　他开始把目光投向我国生物资源最为丰富的地方——青藏高原。
　　从2001年起，钟扬坚持10年自主进藏开展科研，此后更连续成为中组部第六、七、八3批援藏干部。一方面他收集植物种子，为保护生态存储未来的希望；另一方面致力于在西藏建设生态学科，培养人才。
　　十几年来，钟扬在雪域高原艰苦跋涉50多万公里，收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，填补了世界种质资源库没有西藏种子的空白。他始终坚信：“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，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。”
　　钟扬和团队在西藏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：采集的高原香柏已提取出抗癌成分；追踪数年，最终寻获“植物界小白鼠”拟南芥；带领学生用3年时间，将全世界仅存的3万多棵西藏巨柏全部登记在册；通过研究，找到了可在制香功能上替代巨柏的柏木，为珍稀巨柏筑起一道坚固的保护屏障…… 红树是一种适应海岸生活的植物，以往最北存活在浙江温州。一次钟扬提出，现在气温变暖了，也许上海也能种活。这是前人不曾有过的设想。上海的海岸线很脆弱，如果有红树，对于生态保护将大有裨益。钟扬在南汇投入了这项尝试。
　　从小苗长大需要50年，成为红树林则要100年甚至更久，种树者自然看不到这一幕。但钟扬说，这是我献给未来上海的礼物。在内心里，他希望上海光秃秃的海岸线能长出美丽的红树林，成为上海新的生态名片。
　　在双胞胎儿子幼时的记忆中，钟扬是个“不靠谱的爸爸”，因为他每次答应要一起出去玩，事到临头总是被冲掉。学生有事情，出于行政职务需要，或者西藏同事有需求，钟扬总是放下与孩子一起玩的约定，去处理工作上的事情。
　　“钟扬的追求里始终是人类、是国家，是科学、是教育。他的追求里有无数的别人，唯独没有他自己。”金力说。
　　打造高端人才培养的援藏新模式
　　“我有一个梦想，为祖国每一个民族都培养一个植物学博士。”——钟扬
　　刚到西藏时，钟扬发现，西藏大学植物学专业是“三个没有”：没有教授，老师没有博士学位，申请课题没有基础，学科底子十分薄弱。很多人对钟扬的到来并没有抱太大希望，毕竟学校来过一批又一批合作者，似乎都没实现什么科研突破。但他们没想到的是，钟扬居然留下了，而且一干就是16年。
　　钟扬生活异常简朴，常年穿的一条牛仔裤是在拉萨地摊上买的，只花了29元，然而他对西藏的师生却慷慨无私。为了帮助学生开拓视野，他个人出资发起“西藏大学学生走出雪域看内地”活动，组织80多名西藏大学学生到上海学习。
　　面对西藏大学教师申报国家级项目没经验、不敢报、没人报的情况，钟扬不仅帮老师们义务修改项目申请书，还提供申报补助。只要是藏大老师申报项目，无论是否成功，他都补助2000元，用于支付申报过程中产生的费用。
　　2002年，钟扬帮助西藏大学教师琼次仁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，当时他常常一边插着氧气管，一边连夜修改申请报告。这个项目成为西藏大学拿到的首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，极大地增强了老师们的科研信心。
　　两年后，琼次仁不幸罹患癌症，弥留之际，他紧紧拉着钟扬的手说：“我走时，你抬我，你来抬我。”简单的话语，体现了藏族同胞给予朋友的最高信任。
　　去过青藏高原的人都知道，在与自然极限的抗争中，人类极其脆弱和渺小，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高原反应，很少有人愿在那样高寒险恶的环境里长期工作。然而钟扬做到了，平均每年在西藏工作多达150天。
　　西藏阿里，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，气候寒冷干燥，平均风速在每秒3.2米以上。有人劝钟扬不用去阿里，那里海拔太高、生活条件太苦，而且物种较少，辛苦一天只能采几个样。钟扬却说，正是因为别人不愿去，我们必须去！
　　因为，他深知，西藏每一个特有物种，对国家而言都是无价之宝。
　　钟扬说，海拔越高的地方，植物生长越艰难，但是越艰难的地方，植物的生命力越顽强。“我希望我的学生，就如这生长在世界屋脊的植物一样，坚持梦想、无畏艰险。我相信，终有一天，梦想之花会在他们的脚下开放。”
　　上有老人，下有双胞胎儿子，钟扬也知道，家人希望自己能够留在身边。在钟扬成为援藏干部后，张晓艳宽慰自己，等3年援藏期结束，丈夫应该就回来了，应该可以多照顾家庭。
　　可是每一期援藏结束，钟扬似乎总有无可辩驳的理由开始新一期的援藏：第一次是要盘点青藏高原的植物家底；第二次是要把西藏当地的人才培养起来；第三次是要把学科带到一个新的高度。因为，他深深地眷恋着雪域高原。
　　在钟扬带领下，西藏大学实现了多项“零”的突破：2011年获批生物学一级学科硕士点，为该校首个理科硕士点；创建“西藏生物多样性与可持续利用”科研创新团队，2012年成为西藏第一个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；2013年获批生态学博士点，为该校首批三个博士点之一；2017年更是带领西藏大学生态学入选“双一流”建设学科。
　　钟扬曾多次提到，56个民族都是祖国大家庭的成员，“我有一个梦想，为祖国每一个民族都培养一个植物学博士”。
　　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拉琼曾跟钟扬在复旦大学读博士，为他无私忘我的人格力量所深深折服。他说：“这些年，穿着旧牛仔裤、背着旧书包，不舍得给自己多花一分钱的钟老师，自掏腰包给藏大师生的扶持，加起来至少有几十万元。他就像那高原上的神鹰，给了我们无限的信心、勇气与力量！”
　　钟扬如此总结自己十几年的援藏工作：“我在西藏干了3件事：为国家和上海的种子库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，他们可以储存上百年；培养了一批藏族科研人才，我培养的第一个藏族植物学博士，已经成为了教授；为西藏大学申请到第一个生态学博士点、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。我希望打造一种高端人才培养的援藏新模式。”
　　让生命燃烧起来
　　“一名党员，要敢于成为先锋者，也要甘于成为奉献者。”——钟扬
　　一个人成绩的取得固然与天分有关，更重要的是持久勤奋的付出。钟扬就是这样。
　　他不仅有长远的眼光，更是一位善于执行的实干家，在深夜乃至凌晨时分工作，是他的常态。他把全部身心扑在事业上，让生命燃烧起来，熊熊火焰照亮了一片天地。
　　钟扬本来患有痛风，身体并不太好。2015年，他因脑溢血而住进了重症监护室，昏迷了两天。经抢救苏醒后，他关心的第一件事是询问同事：“原本我要上的课是否安排妥当？”
　　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博士生徐翌钦记得，2015年他在医院陪护生病的钟扬，夜里3点听到手机响了，以为是有人打来电话，结果发现是闹钟。第二天他问老师这是怎么回事，钟扬回答，这是提醒他该睡觉的闹钟。
　　当15岁正读高一时，钟扬就实现了大学梦，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。从无线电专业毕业后，他被分配到中科院武汉植物所，从事植物学研究，二十几岁就成为当时国内植物学领域的青年领军人物。
　　成绩的背后是他超乎常人的坚持和勤奋。钟扬从无线电专业转向植物学研究，其间他花了两年业余时间，旁听了武汉大学生物系所有课程。
　　为了不影响复旦研究生院物业师傅休息，办公楼里装了门禁，仅钟扬一个人办了门禁卡。楚永全说，这不是搞特殊化，而是因为“整个楼里面只有钟扬才会经常很晚离开，他办公室里的灯总是在深夜还亮着”。
　　钟扬曾风趣地说，自己做科研有“四像”：像狗一样灵敏的嗅觉，把握前沿；像兔子一样迅速，立即行动；像猪一样放松的心态，不怕失败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，像牛一样的勤劳，坚持不懈。
　　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，经历重病后钟扬会有所“收敛”，放慢工作的节奏。妻子和父母也劝他，钟扬却回答，“西藏的事情总要有人去做”。
　　“他真的是在搏命、玩命。身体严重透支，两边来回来去跑，对身体影响反而不好。”张晓艳说。
　　钟扬不仅没有放慢脚步，反而加快了。他总有一种使命感——让复旦大学的研究生工作再上台阶，把西藏大学的人才梯队真正带起来。
　　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综合办公室副主任包晓明眼中，钟扬没什么私心杂念，对待同事满腔热情，自己的事情却看得很淡。
　　一次，钟扬入围了某个奖项，进入网上展示与投票阶段。身边有人说，“你们学校那么多研究生，微信转发一下，一定投票很多”。钟扬摇摇手就过去了。包晓明说：“钟院长当过编辑，可以用很规范的符号修改文稿，但对于办公室为他准备的报奖材料，他却从来没做过改动，能否得奖在他看来并不重要。”
　　这份纯粹，如同钟扬的一种生命印记。
　　楚永全也对钟扬不计个人名利的为人特点深有体会。他回忆，作为研究生院院长，钟扬手上是有一些“权力”的，但他从来没有对自己所在学院、学科的招生有什么“关照”，也从来没有为学生毕业论文盲审打招呼，完全是秉公办事，原则性很强。
　　钟扬在研究生院倡导实施“问题驱动型”中期质量检查，加强研究生培养质量监督。邀请校外的学科专家、管理专家和德育专家，到校与研究生做“一对一”面谈，了解学生个体的真实状态。
　　在钟扬的推动下，复旦大学成立研究生服务中心，全年无休，365天为学生办事。他常对同事说：“宁可我们自己累一点，也要尽可能方便学生。”
　　9月9日是钟扬两个儿子的生日。他给在山东的小儿子买了蛋糕，快递过去，与家人一起到餐馆给大儿子庆生。当时点了大儿子爱吃的牛排，饭还没吃完，钟扬就匆匆到学校去了，“跟西藏大学来的同事谈点工作”。
　　生命最后的日子里，钟扬一直马不停蹄地奔忙着。楚永全曾提出，近期党支部组织生活，想请钟扬给大家讲一次党课，带大家学习黄大年先进事迹。9月24日23时56分，钟扬在复旦研究生院“院长办公会”微信群里向楚永全确认：“我26日出差回校，下午4:00给大家讲黄大年。”
　　“钟院长和黄大年很熟悉，由他来讲黄大年是非常合适的。”楚永全告诉记者。除了上党课，楚永全还有另一种用意：“钟院长有着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，勤奋忘我，在我心目中，他就是我们身边的黄大年。”
　　然而，这个心愿没能实现。
　　9月25日清晨，噩耗传来——钟扬在去内蒙古城川民族干部学院讲课出差途中遭遇车祸，不幸离世。
　　9月29日，钟扬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宁夏银川殡仪馆举行，其后，他的骨灰运回到上海。复旦大学近百名师生前往浦东国际机场，在雨中迎接钟扬归来。校园里挂着怀念钟扬的横幅，上面写着：“留下的每一粒种子都会在未来生根发芽。”
　　从东海之滨到雪域高原，人们呼唤钟扬的名字，为他的去世而悲痛惋惜。
　　钟扬生前曾说，“一名党员，要敢于成为先锋者，也要甘于成为奉献者”。他做到了。
　　钟扬走后，张晓艳和家人商量，决定把钟扬的车祸赔偿金全部捐出来，用于支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才培养工作。她说：“国家的教育事业是钟扬一生的牵挂。这是我们家人能为钟扬未竟的事业做的一点事，也是他所希望看到的。”
　　钟扬走了，种子还在。他对祖国的那份深沉的热爱，依然在悄悄流淌。
（来源：《中国教育报》2017-12-25）
